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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先生逝世已经快40年了，然而，对
他的评价，非但没有盖棺论定，反而分歧越来
越大。肯定的声音和否定的声音呈现出截然相
反的“两极评价”。

12月1日，冬日清晨的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格
外安静，弥漫着书香气息。在教学三楼的办公
室，魏建先生接受记者的采访，围绕郭沫若谈
了两个多小时。

“科学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要有科学的
立场、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评判。”魏建说，
“在科学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基础上，才能对
郭沫若做出相对科学的评价。”

有着“丰赡其学，性情其人”美誉的魏建
教授，讲起百年前的那群人那些事，激情满
腔，伴随着他栩栩如生的描述，我们感觉郭沫
若模糊的身影渐渐清晰。

魏建教授说：“‘五四’给现代中国带来
了两个珍贵的东西：启蒙的理性和青春的激
情。启蒙理性的代表是鲁迅，青春激情的代表
则是郭沫若。”

郭沫若：一个复杂的存在

1985年，魏建考入山师中文系攻读中国现代
文学专业研究生，冯光廉教授《现代文学研究之
研究》课的课程论文选题让他发了愁。

“冯老师让我写一篇现代戏剧家研究述
评，曹禺、田汉、夏衍等著名戏剧家都有人写
了，我还能选谁呢？”愁坏了的魏建去找冯教
授。“冯老师说还有郭沫若的历史剧呢。我其
实知道，但当时对郭沫若不感兴趣，不愿意
写。”魏建说。冯教授看出了魏建的不情愿，
“你可以对郭沫若不感兴趣，但作为中国现代
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你不能不了解他。”

冯教授的这句话打动了魏建。很快，一篇
两万多字的论文出炉。魏建把它投给了《郭沫若
研究》杂志。没几天，杂志主编黄候兴先生来信，
说要讨论论文修改，把魏建约到了北京。

见面后，黄老只字不提论文修改的事，而
是对魏建循循善诱，鼓励他从事郭沫若研究，
还给了他出席当年9月在湖南张家界附近召开郭
沫若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在回忆自己走上郭沫
若研究这条学术道路的经历时，魏建笑言：“那时
我不是奔郭沫若去的，是奔着张家界去的。”

随着研究深入，魏建对郭沫若了解越来越
多，发现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存在。“郭沫若
这个人太丰富了，20世纪少有比他更广博的天
才。然而，学界对他的认识还有很多模糊和不
准确的地方。”意识到肩上的责任，魏建写了
《郭沫若：一个复杂的存在》这部专著。

魏建首先给我们讲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被遮蔽的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般只是被
理解成思想启蒙运动，其实，这场运动不仅是
思想启蒙运动，起初是一场青春文化运动。
《新青年》1915年创刊，直到1919年初，谈得最
多的并不是‘民主’和‘科学’，而是‘青
年’和‘青春’。后来，大家大谈启蒙，把它
的青春文化内涵忽略了。”

“这场青春文化运动的前奏，是在日本的
留学生抗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1
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
传出，留日学生群情激愤，最先起来抗议，
3000多人在东京集会。随后，大批留日学生回
国，并派代表前往北京、上海，向政府请愿，
组织抗议活动。在归国请愿的留学生中，就有
郭沫若。”5月7日，获悉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
下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答复“二十一条”要
求，正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郭沫若十分
愤怒，与同学连夜回国抗议。

“到了上海后，得知北洋政府已屈服于日
本，郭沫若非常绝望，愤然作七律一首：哀的美
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我
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
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这时的陈独秀看到了青年的力量，开始
寄希望于青年，于是创办《青年》杂志，要掀
起一场青春文化运动，从此拉开了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大幕。”魏建说。

“五四青春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是当时兴
起的青春文学思潮：创作主体是一代青年作家
的崛起，创作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
的青春主题，塑造的人物大都是五四时代青
年。当时的人后来回忆这场青春文学思潮，或
称为抒情主义，或称为主情主义，或称为浪漫
主义。若在五四新文学中推选两部青春文学的

代表作品，一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一是
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若在‘五四’青春
文学思潮中选择一个代表，首推郭沫若。”

开创新文学抒情传统

1918年的大年夜，正在九州帝国大学读书
的郭沫若，因为囊中羞涩，不得不离开在福冈
箱崎神社附近租住的房屋，寻找更便宜的住
处。“搬家是在夜里，因为地方近，行李又不
多，便同老婆两人自己手提背负地搬运了一两
次，也就搬空了。”郭沫若和妻子安娜听着耳
畔的松声和海声，背着儿子行走在十里松原，
迁移到了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网屋町。

新住处前后均有窗，但无帘子可遮，真是
“朔风欲打玻璃破，吹得炉燃亦可嘉”。这里
条件虽苦，却是郭沫若日后跃身诗坛地方，他
后来曾深情回忆道：“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
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静朗
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

第二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浪
潮拍打着瀛州海岸，留日学生也行动起来。5月
中旬，郭沫若和几个留日同学聚会商谈，决定
成立一个义务通讯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侵
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写一些反击日本
侵略的文字，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进行爱
国反日宣传。郭沫若给这个小团体定名为“夏
社”，“因为时期是在夏天，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原称中夏，而结社又是在夏君家里。”

为了工作方便，夏社订了一份《时事新
报》。因为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
翻译和撰述就由郭沫若唱独角戏。

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郭沫
若第一次读到了国内发表的白话诗。“是康白
情的《送许德珩赴欧洲》，里面有‘我们喊了
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那样的话。”

郭沫若不禁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
新诗吗？那么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
发表了。”于是，郭沫若把1918年在冈山做的
《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等几首
新诗投寄了出去，不久就在《学灯》上登了出
来。

“看见自己的著作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
有种说不出来地陶醉。”郭沫若说，这便是他
“凫进文学潮流里面来的真正的开始。”

第一个发现郭沫若诗才的是《学灯》编辑
宗白华。郭沫若的诗让他眼前一亮，在给田汉
的信中他写道：“我又得着一个像你一类的朋
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郭沫若做
的诗，宗白华无有不登，有时候甚至整版刊登
郭沫若的诗歌。

郭沫若常说，宗白华是他的“钟子期”。
在宗白华的鼓励和支持下，郭沫若的诗兴被煽
发到了狂潮的地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
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
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
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

写《地球，我的母亲》是在1919年的年

假。那天，郭沫若正在福冈图书馆看书，突然
诗兴来袭，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脱
下木屐，“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
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
皮肤，受她的拥抱”。诗写好后，郭沫若感觉像新
生了一样。正好碰见一个广东同学要去横滨过
年，他有一个大皮箧自己拿不动要去雇人，郭沫
若就自告奋勇替他扛在肩上，走了两里路把朋友
送上车，“自己是愉快得了不得”。

写《凤凰涅槃》时，郭沫若正在课堂听
讲，“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
写出了那诗的前半”。晚上就寝前，诗的后半
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
速的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
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写了出来”。

郭沫若“诗”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魏
建认为，“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上的爆发，开启
了中国新文学的抒情传统，中国古代的主流意
识形态讲究的是发乎情止乎礼，对抒情是有限
制的。进入20世纪后，文学界不乏叙事的高
手，但缺少抒情高手。当初写作白话诗的人，
大都不会抒情。直到郭沫若出现。”

“郭沫若开创的中国新文学的抒情传统，
主要表现在：五四新文学先驱主要是运用‘理
性智慧’，郭沫若主要运用‘诗性智慧’；五
四新文学先驱主要关注‘思想启蒙’，郭沫若
主要关注‘情感启蒙’；五四新文学先驱主要
致力于让中国人思想大解放，郭沫若主要致力
于让中国人情感大解放。”魏建说，这就是郭
沫若为中国新文学带来的一些新东西，“在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理论倡导的第一人是
胡适，‘现代小说之父’是鲁迅，抒情传统的
奠基人就是郭沫若。”

“五四”时期对中国诗歌道路

最用心的探索者
郭沫若的新诗究竟贡献了什么？在谈这一点

前，魏建教授首先澄清了一个问题：过去相当长
一段时期，许多研究者都爱以《女神》的思想和艺
术代替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和艺术，其实《女
神》代替不了郭沫若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

“五四时期，郭沫若发表了100多首诗，收进
《女神》的有50多首，还有一半没收进去。看了这
些诗以后，就会发现郭沫若真了不起，他是当时
最用心探索中国诗歌道路的人。”魏建说。

“《女神》中的诗在形式上主要有四类：
自由体、新格律体、歌剧体和半自由体。《女神》
之外，郭沫若还探索如何用格律体、叙事体、散文
体，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手法抒发诗情。经过多方
面的探索，郭沫若形成了从此影响中国新诗一个
世纪的创作理念：我的诗歌我做主，不拘一体但
忠于自我，不再受制于诗歌形式，而是让形式
为自己抒情服务，什么形式适合抒发自己此刻
的感情就用什么形式抒情。”

“在这种诗歌创作理念影响下，郭沫若发
明了一个诗歌概念——— ‘内在律’。与之相对
的是‘外在律’，指的是中国古代诗歌讲究字

数、行数、对仗、押韵、平仄等外在形式规
范。郭沫若说‘内在律’就是情绪的自然消
长。他认为，中国的新诗要走‘内在律’之
路，这实际上对诗人的要求更高。郭沫若的新
诗大都不是随心所欲的抒情，即使他那些最自
由的诗作，虽然不受‘外在律’的束缚，却受
‘内在律’的支配；不受理性规范的约束，却受
情绪表现的支配。如何分行、怎样设计顿数、各行
字数的多少、标点的有无都起到了特殊的抒情作
用。这样的自由不是不要形式，而是一首诗有一
首诗自己需要的形式。”魏建说。

郭沫若的“内在律”是怎样的诗美规范？
魏建教授娓娓道来。

“情绪是郭沫若诗的‘魂’。第一核心是
情绪，没有什么比抒情更重要。”

“意象在郭沫若诗中是‘肉’。抒情要借
助意象，郭沫若诗的意象与旧诗完全不同，喜
马拉雅山、尼罗河、地球……全是新的、大
的、世界的意象。中国的诗歌从未如此与世界
对话，这是前所未有的。”

“节奏相当于郭沫若诗的‘骨’。旧诗按
格律自然有节奏，新诗不同，必须有节奏才能更
好地实现诗的音乐美。郭沫若认为新诗可以不押
韵，必须要有节奏。郭沫若的诗只要朗读就能出
节奏，不仅能产生音乐美感，还像是中国式的摇
滚乐，郭沫若诗的节奏魅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他的诗能让中国人嗨起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想象是郭沫若诗的翅膀。郭沫若的想象
力高于其他诗人，对此，真正的诗人没有几个
不服气。”

赋予孔子以现代意义

“当年辙迹苦栖遑，庙貌千秋更有光。志
学敏求能不厌，因材施教实多方。诗书礼乐精
华在，思孟颜曾俎豆旁。今日自然时代异，斯
民怀念胜前王。”这是郭沫若的诗《游孔
庙》。1959年2月，郭沫若参观曲阜，写了5首
诗，发表在2月21日的《大众日报》三版上。

2月18日早晨8点左右，郭沫若从兖州下
车，前往曲阜参观。他在孔庙的参观时间最
长。在孔庙，郭沫若谈到了孔子，他说：“孔
子的一生是艰难困苦的一生，是不断顽强奋斗
的一生，他对我们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
献，所以得到了人民的爱戴。”郭沫若对孔子
大加赞扬，但对孔府并不怎么欣赏，他幽默地
说：“孔子生前绝对不会想到后人会为他修建
这样雄伟的庙宇，这样庞大的府第，他如看到
这些，肯定会吓一大跳。”

魏建说，“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
浪潮中，郭沫若是‘反潮流’的，他非常推崇
孔子。在给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把东方的孔
子和西方的歌德都列为罕见的‘球形天才’。
郭沫若认为，天才有两种：一种是直线形的发
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所谓球形的发展是将
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
地发展了去。”郭沫若这样解读孔子：“这位大天
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的主义；
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Pantheism的思想；要
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
教’的Kinetisch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
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
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
简切精透的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要重估一切的价值，
“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
话至今还是不错吗？”儒术孔道“与近世文明
社会绝不相容”，因此要“打倒孔家店”，孔
子这个“中国的罪魁”、“盗丘”也要被打
倒。然而，在“打倒孔家店”的激昂口号中，
被视为“五四”精神杰出代表的郭沫若却对孔
子大唱赞美之歌。这一矛盾的现象，让魏建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感到困惑。

反复研读郭沫若谈论孔子文章，魏建发
现，郭沫若“五四”时期谈论孔子，前提是
“中国古代的思想大抵被秦以后的学者误解
了。”郭沫若的出发点似乎是想把人们对孔子
的误解纠正过来，可结果却是他在纠正的同时
又把孔子大大曲解了。“在郭沫若眼中，孔子
是‘球形的发展’的人，是完全进入‘自由’境地
的人，是将个性发展到极致的人，是自强不息、不
断更新自己的人。这是以他青年诗人的眼光所

‘看’到的形象，是他理想中的孔子形象。”
魏建认为，“对于郭沫若这样理解孔子先

不说是否准确，首先应当确定他是否在孔子身

上提取到了时代所需要的积极的东西。
“五四新文化运动要冲破坚固的封建壁

垒，郭沫若从孔子那里找到了资源。他发现老子
和孔子的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文艺复
兴’时期，但中国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
神已经沉潜了几千年，因此，‘要唤醒我们固有的
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

“显然，郭沫若不是笼统地肯定中国的传
统文化而是吸取被蒙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借
鉴西方文化的精华，要使中国文化获得新
生。”魏建说。

“在这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首要的
敌人是代表封建专制的‘君’和‘神’。郭沫若又发
现了作为个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者的孔子，而这正
是推倒‘君’和‘神’所需要的‘动与力’。”

“当中国文化运行了几千年面临着重新进
行选择的时候，《新青年》诸君选择了借外力再
造中国新文化，而郭沫若则是想‘唤醒沉沉潜着
的民族精神而复归于三代以前的自由思想，更使
发展起来的再生’。”魏建说，“郭沫若赋予孔子以
现代意义，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
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
引。我们梳理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
对坚定文化自信有启示意义。

“球形天才”榜样的力量

作为中国新文化一支方面军的领袖人物，
郭沫若是“全能式”的文化巨人。然而，国人
对他的认识有许多是不准确的。

魏建说，在学术界，因为各种原因，对郭
沫若这个多侧面人物仅看到有限的一个或几个
侧面，作出主观性、片面性的评价，甚至以偏
概全的肯定与否定。“比如郭沫若写过很好的
诗篇，也写过一些很不好的顺口溜儿。赞美郭
沫若的人拿他的杰作说他的诗如何好；贬低他
的人以他的顺口溜为例说他的诗如何不好。”
在民间，现在的人们主要通过网络和微信了解
郭沫若，而网络和微信上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比如许多广为流传的郭沫若的诗歌作品是假
的，有的诗作大部分文字是真的，但标题和关键
性诗句都是伪造的。令人奇怪的是，许多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专家也在传播这些明显错误的信息。
在大众消费文化时代，郭沫若一直被大众消费
着。

魏建说：“郭沫若在五个方面对现代中国
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以《女神》为代表的早
期诗作为中国开一代诗风；以《中国古代社会
研究》为代表的历史学论著创建了历史唯物主
义的中国新史学；以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卓越
成就使中国的古文字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将历
史文献学、考古学和古器物学相结合，建立了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新体系；开创了现代中国
历史剧文学。”

一般认为，五四时期和20世纪40年代是郭
沫若的两个创作高峰。但在魏建看来，郭沫若
最辉煌的时期是这两个高峰之间的1920年代末
期和1930年代初期，因为他在这一时期的综合
创作成就最高。

“据不完全统计，1928年到1933年间，郭沫
若写了40多本书，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译著，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生物学、美术考
古史的翻译，历史学著作，古文字研究著作
等。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史学界称
为划时代的著作，《生命的科学》被今人称为
‘不该遗忘的科学巨译’，《甲骨文字研
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被赞为继罗振
玉、王国维后‘最伟大之巨著’。从接触甲骨
文到发表研究成果，罗振玉用了9年，王国维用
了6年，郭沫若只用了1年。”

“当今各行各业都不缺少精通一门的专
家，唯独缺乏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大师。”
魏建说,“郭沫若对当今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
他作为‘球形天才’榜样的力量和这种榜样给
我们的启示。”

“‘五四’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两个珍贵的东西：启蒙的理性和青春的激情。启蒙理性的代表是鲁迅，青春激情的代表则则是
郭沫若。”说这段话的是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头人、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魏建。12月1日上午，在郭沫若先生去世40周年前夕，就郭沫若在新文学革命中贡献的话题，本报记
者在济南采访了魏建先生。

郭沫若：为新文学抒情传统奠基
□ 本报记者 王建 逄春阶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魏建教授在山师大校园。

1919年，“五四”运动
爆发，在日本福冈九州帝国
大学医学部就读的郭沫若
(前中)与部分中国留学生组
成“夏社”，开始编写揭露
日本侵略行径的文章。(郭
沫若纪念馆提供)

1919年前后
的郭沫若。 (郭
沫 若 纪 念 馆 提
供)

1959年2月，郭沫若参
观曲阜，写了5首诗，发表
在2月21日的《大众日报》
三版上。

1921年，郭沫若(左二)、郁达夫
(左三)、成仿吾(左四)等人在日本东
京成立创造社。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重要的社团组织之一，对改革
当时中国社会投以巨大的热情。图为
1926年，创造社同人由上海前往工农
革命蓬勃发展的广州前的合影。(郭
沫若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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